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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合理化何以形成——三种不同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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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 人们会自然地将其所在的社会系统感知为公平合理的, 这一倾向即系统合理

化。而系统合理化形成之原因, 一直是该领域理论和研究关注的重点。为此, 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三种解释思路。

认知失调视角认为, 系统合理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个体想要缓解因系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产生的焦虑。

补偿性控制视角认为, 系统合理化源于个体自身控制感的缺乏。社会认知视角则认为人们固有的认知倾向特

别是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内归因倾向是造成系统合理化的根源。未来可以考虑在同一个研究中包含来自于不

同理论视角的解释变量, 借鉴相近领域的发现探索其他可能存在的系统合理化的形成机制, 探究中国文化特

有的系统合理化的来源, 同时对积极的合理化与消极的合理化作出区分,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加

强应用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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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合理化 

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共

同面临的挑战, 也引发了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多

的关注, 很多从心理层面来探讨不平等问题的研

究随之大量涌现(Kay & Brandt, 2016)。在这一领

域的相对早 期研究中 , 社会认同理 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视角和逻辑被大量研究者所遵

循。该理论强调个体有增强和维持自己自尊的需

要, 而对于自我所属的内群体的认同以及对于内

群体和外群体的比较,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

对自身价值的感知。这就使得个体需要对于自己

所在群体维持一种积极的评价, 所以他们在群体

过程中也会更倾向于根据自身和自我所在群体的

利益, 形成特定的心理和行为倾向(e.g., Tajfel & 

Turn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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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理论在社会不平等与群体关系等问

题上具有广泛的解释力。例如, 很多研究发现弱

势群体因感受到相对剥夺而产生集群行动 (e.g., 

Osborne & Sibley, 2013), 社会上层更加支持减少

社会福利的政策(e.g., Brown-Iannuzzi, Lundberg, 

Kay, & Payne, 2015)等, 这都是个体基于社会认

同, 形成对自我利益的感知, 进而引发相应的表

现。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研究者发现个体也

常会有一些违背自我和内群体利益的现象, 这是

社会认同理论难以解释的。例如女性会接受他人

对女性持有的负面刻板印象(Bonnot & Jost, 2014), 

组织中的无权力者更认可该组织中权威者的合法

性(van der Toorn et al., 2015), 弱势群体对于外群

体产生更强烈的偏好(李琼, 刘力, 2011)等等。这

又是为什么呢？为了解释诸如此类的现象, 学者

Jost 和 Banaji (1994)提出了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 , 人类除了要认可自

我、认同内群体, 还会存在一种认可系统合理性

的倾向, 即愿意去相信他们所在的社会系统及其

运行现状是公正的, 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现

存制度和体系作辩护, 哪怕这与其自身利益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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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也无论客观上社会系统究竟公正与否(e.g., Jost 

& Banaji, 1994; Jost, Banaji, & Nosek, 2004; van 

der Toorn & Jost, 2014)。该理论称这一倾向为系统

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需要说明的是, 系统

合理化这一概念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它被认为

是个体一系列认为现状公平合理、支持与维护现

存体制的心理和行为倾向的集合(e.g., Jost et al., 

2014; Jost & Hunyady, 2005)。很多该领域的相关

概念都被视为系统合理化的具体表现, 例如公正

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即相信所处的

世界是公正的 , 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

——就被认为是系统合理化的范畴(e.g., Jost et al., 

2014)。再如社会支配倾向, 其定义是个体对社会

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偏好程度, 因为社会等

级与不平等存在于几乎所有现存社会体系当中 , 

所以较高的社会支配倾向也一直被视作系统合理

化的一种表现形式(e.g., Beierlein, 2014; Jost & 

Hunyady, 2005)。 

系统合理化理论为解释一系列社会态度和社

会行动提供了有效的视角(Jost, 2015)。不过随着

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刨根问底——

这种心理到底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一般而言 , 

社会意识取决于社会存在, 那么如果在明显不合

理的系统中, 民众还持有系统合理化的倾向, 又

该如何解释呢？显然, 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系统合

理化理论能否进一步确立和深化, 而且它关系到

人们对于现存系统和体制的态度及其成因, 对于

社会治理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此, 近年来研究

者一直致力于探索系统合理化形成的心理根源 , 

并先后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来揭示此问题。 

2  基于认知失调的解释视角 

2.1  理论观点 

基于认知失调的解释视角是系统合理化理论

提出最早的理论思路, Jost 和 Banaji (1994)通过引

入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来阐

述人为何会产生系统合理化。认知失调理论认为, 

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与自己固有观念不

协调、不一致的信息, 即产生认知失调, 继而造成

个体的焦虑并引发不适感, 因此个体会有一种需

求来降低这种焦虑情绪, 缓解不适。为此, 个体常

常会无意识地调整自己已有的认知框架, 来使自

己的认知重新达到协调的状态, 舒缓负性的情绪

(Festinger, 1957; Proulx, Inzlicht, & Harmon-Jones, 

2012)。在生活中, 这种通过调整认知来减轻失调

感的例子很多, 例如当一个吸烟成瘾者接触到吸

烟有害的信息时, 为了避免认知失调, 他会极力

否认吸烟的危害; 再如研究发现, 那些感到自己

难以转学的学生, 为了减轻失调感, 会调整自己

的认知进而表现出对于自己学校更强烈的认可

(Laurin, Shepherd, & Kay, 2010)。系统合理化理论

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个体加工社会系统的过程中 , 

它主张个体之所以会自然地认可社会系统的合理

性 , 就是因为他们想避免出现认知失调的状况 , 

因为个人生活在社会系统当中, 会对于社会系统

产生多种期待和需求, 当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感到系统可能无法满足自己某一方面的预期时 , 

则会产生关于系统的焦虑情绪; 又因为社会系统

的现状常常是个人无力去改变的, 所以如若坚持

持有对社会系统不满的情绪, 个人就很容易长期

面临焦虑与压抑的困扰。此时, 认知失调理论所

强调的心理调节机制就会起作用, 即个体会调整

自己已有的认知框架, 通过让自己相信系统的合

理性, 来使自己的认知重新达到协调的状态, 缓

解不适的情绪体验(e.g., Jost & Banaji, 1994; Kay 

& Jost, 2014)。所以长此以往,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

说, 相信系统的公平正当、为系统做合理化的辩

护就成了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 

当然, 系统合理化理论的研究者为了探讨认

知失调理论能否推广到个体对于社会系统的态度

上, 也做了一些研究来论证这一问题。例如他们

的研究发现, 当被试产生关于社会系统的焦虑情

绪时, 被试的系统合理化水平会提升(e.g., Jost & 

Burgess, 2000)。还有研究从另一个侧面发现, 当

认可了系统的合理性之后, 个体会产生更多的积

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 (e.g., Napier & Jost, 

2008)。另外, 该理论还特别说明, 个人对于社会

系统做合理化的加工并非源于个人经济水平的上

升(Jost, 2017a)。不过, 仅仅通过这些依据, 似乎

还不充足, 因为这一理论视角的关键点在于, 当

社会系统在某些方面无法满足个体需求时, 个体

反而会更加支持系统, 认可系统的合理性。这一

看似奇怪的逻辑也正是该理论最有魅力之处。所

以从根本来说, 认知失调视角所关注的系统合理

化的源头在于个体与系统的矛盾 , 也正因如此 , 

基于这一视角的实证研究大多将系统不能满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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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某些需求作为前因变量, 而将系统合理化作

为结果变量, 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下面将逐一

介绍这些研究。 

2.2  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当被试感知到系统受到了来自外部

的威胁时, 其系统合理化倾向会得以显现。系统

威胁(system threat)包括了能够对于系统稳定和合

法性造成危害的自然和社会事件, 这些威胁会使

个体感到焦虑, 而克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

认可系统的合法与强大 , 使自己的情绪重归协

调。研究表明, 在 911 恐怖事件之后, 美国民众由

于对外部威胁感到恐惧, 而导致他们对于总统、

国会的支持率有了显著提高 (Huddy, Feldman, 

Capelos, & Provost, 2002)。后来的研究也显示, 无

论是在调查中 (Willer, 2004), 还是在实验室里

(Ullrich & Cohrs, 2007), 当提及恐怖主义时, 美

国人都会表现出拥护政府当局, 支持系统现状的

倾向。最近的一项研究(Jolley, Douglas, & Sutton, 

2018)则更进一步将人们的阴谋论信念与威胁感

及系统合理化相联系, 发现人们越是倾向于将社

会重大事件的始作俑者归结为那些不为人所知

的、邪恶的秘密力量, 就会表现出对于国家、政

府和体制越强烈的支持态度。 

系统依赖(system dependence)也被认为是可

以诱发系统合理化的重要前因, 也就是说, 当个

体感知到自己生活的很多重要方面都与系统息息

相关, 受到系统的重要影响时, 他们的系统合理

化倾向就会突显。Kay 等(2009)的研究为此提供了

直接的证据, 研究者通过让被试阅读材料, 来启

动他们对于联邦政府的依赖感, 结果发现这一部

分被试会更加支持政府现行的基金分配方案; 同

理, 当启动学生被试感到他们依赖于自己的学校

时 , 学生也会表现出对于学校政策更强烈的支

持。除了政府和学校层面, 后来的研究者也发现

这种因依赖而导致的合理化同样可以出现在公司

组织系统中, 公司员工越感到自己依赖于这家公

司, 就会对于公司及其管理者的正当性表现出越

强烈的认同(Van der Toorn et al., 2015)。由于系统

依赖引发系统合理化的效应得到了学者们一致的

认可, 所以在该领域的实验中常常通过启动被试

感到自己依赖于社会系统, 来操纵其系统合理化, 

这已成为了启动系统合理化最常用的一种实验范

式(e.g., van der Toorn, Nail, Liviatan, Jost, 2014)。 

系统不可脱离性 (system inescapability)是另

一个被关注较多的系统合理化的诱发原因。与系

统威胁、系统依赖的效应类似, 当个体感知到自

己很难摆脱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时, 会产生一种

对于系统的潜在焦虑, 进而通过自我调节, 增强

对于系统合理性的认可(Kay & Friesen, 2011)。例

如在 Kay 等(2009)的研究中, 一组被试被告知当

前移民国外的难度越来越大(不可脱离组), 而另

一组被试则收到的是移民越来越容易的信息(可

脱离组), 之后向被试展现当前社会收入不平等的

材料, 结果发现不可脱离组对不平等的支持程度

显著高于可脱离组。另一个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

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 研究者通过告知被试大

学生, 转学的难度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小, 来操纵

系统(学校)不可脱离性, 而后让学生阅读批评学

校制度的材料, 发现那些认为转学难度越来越大

的学生会更加反对那些批评学校的意见(Laurin et 

al., 2010)。还有研究将背景换成了公司, 结果同样

发现, 当公司对于员工的休假日期做出严格规定

时, 员工反倒会更为支持公司的决定, 觉得自主

选择休假日期不是那么重要(Laurin, Kay, Proudfoot, 

Fitzsimons, 2013)。 

最后, 研究者还发现, 即使接触到批评系统

现状的信息, 个体同样会无意识地展现出系统合

理化的倾向。在研究中, 研究者首先让被试试图

记忆一段演讲稿, 实验组被试需要记忆演讲稿内

容是对于当前社会现状予以严厉批评, 而控制组

则记忆的是一段地质学的科普文章。接下来, 被

试被要求对于呈现在屏幕上的词语的积极和消极

属性做尽可能快的判断, 而呈现词语的背景则被

设置为传递系统合法性的图片(如美国国旗、自由

女神像等), 结果发现, 那些被要求记忆批评系统

文章的被试, 当他们看到积极词与传递系统合法

性的图片相组合时 , 其反应时最短 (Liviatan & 

Jost, 2014)。这说明接受到批评系统的信息时, 这

些被试被无意识地诱发了更为强烈的系统合理化

倾向。 

通过上述多个方面的研究, 系统合理化的认

知失调视角认为：当个体感受到系统的某方面与

自己的期待不相符时, 人们反而会更加强调系统

的合法、正当以及强大, 以此来克服自己对于社

会系统产生的焦虑, 从而表现出了系统合理化的

倾向。可以看出, 这一类的合理化的诱因都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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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本身的要素, 必须要以系统的某一方面不符

合自身需求为前提。然而这些系统本身的因素毕

竟都是外因, 研究者还希望再从个体内部因素的

层面继续挖掘此问题。 

3  基于补偿性控制的解释视角 

3.1  理论观点 

尽管认知失调的视角对于系统合理化的来源

进行了全面地理论阐述, 也找到了丰富的研究证

据, 但系统合理化理论的研究者并未满足于此。

他们认为, 这种合理化的心理过程不只会受到系

统性因素的激发, 还很可能会联系着个体的某些

更为基础性的心理需求(Jost & Hunyady, 2005)。在

这种论断的指引下, 不久之后研究者(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 Laurin, 2008)提出了补偿性控制

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对系统合理化

进行了完全另一视角的解读。在补偿性控制的视

角当中, 系统合理化不是源自于个体与系统的矛

盾, 而是由单纯个体性的因素所导致, 这种个体

性因素就是控制感的缺乏。 

补偿性控制理论认为, 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掌

控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然而, 个体生活在

复杂的社会之中, 这种控制外界的需求并不总是

能够实现, 人常常无法控制很多事物, 这时控制

感会出现短暂的下降, 人会因此感到外部世界由

于不可控而变得不够确定、不可预测、缺乏秩序。

此时 , 为了补偿控制感的“缺口”, 个体会表现出

强烈的结构需求(need for structure)倾向, 即无意

识地增强对于秩序性、确定性的需求, 或者表现

为对于有结构、有秩序、可预测的客体的偏爱, 或

者将无序的客观事物知觉为有序的, 或者相信会

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主体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提供秩

序。因为只有这样, 人们才感到失去控制感相对

可以接受——尽管自己不能掌控客观的事物运行, 

但客观事物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 世界也就还是

安全的 (e.g., Kay et al., 2008; Landau, Kay, & 

Whitson, 2015)。 

而系统合理化, 在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视角看

来, 就是在控制感缺失时能够提供补偿的一种重

要的策略, 或者说能够满足控制感较低的个体对

于结构性、秩序性的需求 (e.g., Kay & Eibach, 

2013)。因为要补偿个体缺失的控制感, 其核心在

于提供给个体一种强大而稳定的外部秩序, 让个

体觉得生活的环境是可预测的, 通常而言由国家

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系统恰恰能够扮演这种角色。

Kay, Shepherd, Blatz, Chua 和 Galinsky (2010)就指

出并通过研究论证, 宗教信仰和社会政治系统是

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强大控制力量的两大源头, 通

过这两个力量源, 个体可以找到一种替代性的控

制力与秩序性。Greenaway 等(2015)的研究则证实

个人可以通过认同自己是一个强大的集体的一员

来补偿控制感。可见, 补偿个人控制感的不足, 很

可能是系统合理化得以在人们心中广泛存在和延

续的又一重要原因。 

3.2  实证研究 

那么在实证研究中, 控制感的缺失真的可以

引发系统合理化吗？Kay 等(2008)的研究最早对

此进行了考察。首先通过调查法, Kay 等(2008)统

计了 67 个国家的 93122 名被试数据, 结果发现, 

个人控制感越低的被试 , 就越倾向于依赖政府 , 

让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体现出这

些个体对于政府和社会系统的信任。即使在清廉

程度较低的国家, 这一效应有所降低, 但仍达到

了显著的水平。其后, Kay 等(2008)进一步通过实

验操纵, 通过让一组被试回忆一次体验较高控制

感的经历, 另一组则回忆一次较低控制感的经历, 

以操纵其形成暂时不同的控制感水平, 结果发现

对于一个较为清明的社会系统而言, 低控制感的

被试更加反对社会系统可能出现的变革, 更认为

政府应该坚持现行的制度、保持国家的稳定, 表

现出了对于系统现状更强的拥护和认可程度。 

在 Kay 等(2008)的结论发表之后, 更多研究

随之跟进, 为控制感缺失引发系统合理化这一观

点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例如研究者发现, 控制感

较低时被试会更倾向于认为其所生活的社会系统

是有明确的高低等级之分的, 而且他们也会更倾

向于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现状是合理的

(Friesen, Kay, Eibach, & Galinsky, 2014)。还有研

究者(Shepherd, Kay, Landau & Keefer, 2011)发现, 

低控制感的人在选举时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声称

要为社会带来秩序和稳定性的候选人, 同样是表

现出了反对社会变革的倾向, 带有典型的系统合

理化的意味。除此之外, 低控制感引发系统合理

化这一观点也有一些旁证, 例如 van der Toorn 等

(2015)发现权力感的降低会诱发系统合理化倾向

的出现, 而且研究者也在文章的讨论部分做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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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认为很可能权力感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正是

源于权力感与控制感的相关。另外还有很多研究

从不同角度, 提出缺乏控制感会使个体更为信奉

社会系统中主流的价值观念, 如宗教(Kay et al., 

2010)、科学观念(Rutjens, van Harreveld, & van der 

Pligt, 2013)、支持国货 (柳武妹 , 王海忠 , 何浏 , 

2014)等等, 这些心理和行为表现也都与系统合理

化有明显的关联。 

随着研究的积累, 由低控制感而引发系统合

理化的这一解释效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相对于

认知失调视角, 补偿性控制视角更侧重于从个体

自身因素出发来解释系统合理化的根源。但它与

认知失调视角也有一点共性, 那就是都强调系统

合理化是由需求所诱发的, 是具有动力性的, 只

不过认知失调视角更强调个体对于系统的需求 , 

补偿性控制视角更强调个体自身的基础存在性需

求。那么除了能够被需求所激发, 系统合理化还

存在另外的源头吗？ 

4  基于社会认知因素的解释视角 

4.1  理论观点 

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将系统合理化

与个体的某些认知因素相关联, 不过从理论上具

体地阐述社会认知因素引发系统合理化的作用 , 

是由 Hussak 和 Cimpian (2015)正式提出的。在一

定程度上, Hussak 和 Cimpian (2015)提出的理论观

点回应了系统合理化理论最权威的两位学者 Kay

和 Jost (2014)对于系统合理化理论的展望。在此

之前 Kay 和 Jost (2014)提出, 系统合理化是一个

复杂的心理问题 , 可能牵涉到多方面的心理机

制。而一年之后, Hussak 和 Cimpian (2015)恰恰从

社会认知方面的因素切入, 为系统合理化的源头

做出了新的阐释。 

社会认知的解释视角认为, 系统合理化尽管

存在着其他的诱发机制, 不过从本源上讲, 它可

能源自于认知方面的因素 (Hussak & Cimpian, 

2015)。他们强调了三种基础认知倾向：一是本质

主义(essentialism)倾向 , 即总是更多关注事物的

内在本质特征, 而非外在附属特征; 二是内归因

偏差, 即更倾向于将事物的发展变化与所得结果

归结为其内部因素, 而非归因为外部因素; 三是

启发式(heuristic)加工, 如人们在解释社会事件时, 

常常根据头脑中最先闪现的信息做出判断, 而非

反复思考以求最优答案(Cimpian & Salomon, 2014a, 

2014b)。 

Hussak 和 Cimpian (2015)认为, 个体在加工

关于社会系统的信息时, 之所以会表现出系统合

理化的倾向, 就是由于上述认知因素的作用。因

为个体感知社会系统的合理性要取决于他们对于

社会不平等的认知, 而这又必然要对于社会经济

差异 (socioeconomic disparity)的成因做出判断 , 

如富人和穷人、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这些差别从

何而来。而启发式加工的特点, 决定了个体倾向

于根据最先闪现出来信息做出判断, 这些最先闪

现的信息常常是基于本质主义的, 也就是说, 人

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社会经济差异都不是偶

然的、他们之所以表现出各自的结果是由其内部

本质因素所致(比如之所以有贫富之别是因为富

人和穷人自身特征不同, 而外部环境因素不是关

键), 从而对其发展趋势和结果会有一种理所当然

之感, 也就因此认为系统中的事物都是公正合理

的(Hussak & Cimpian, 2015)。所以简言之, 社会认

知视角对于系统合理化的解释, 其关键就是认为

系统合理化源于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做出的内

归因解释, 而在本质主义和启发式加工这两种认

知倾向的基础上, 人们自然而然地更倾向于对社

会差异进行内归因, 由此塑造出了人们的系统合

理化倾向。所以, 无论是该观点的提出者 Hussak

和 Cimpian (2015)所做的研究, 还是支持该理论

观点的其它研究, 其真正关注和考察的系统合理

化的前因变量都是个体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归因。 

4.2  实证研究 

Hussak 和 Cimpian (2015)在提出了上述理论

观点之后, 通过问卷法、实验法从多个角度为此

提供了支持。例如他们告知被试 Blarks 远远比

Orps 富有(两个人物均为虚构, 以排除被试预先

经验的干扰), 发现被试确实更倾向于对此差异做

内归因解释(因为 Blarks 比 Orp 聪明、能干), 而且

内归因强度正向预测系统合理化。为了增强研究

的说服力, Hussak 和 Cimpian (2015)分别用 5 岁和

8 岁的儿童来验证上述结论, 效应同样显著, 这

说明该理论所强调的这种内归因倾向在幼年时期

就已成型。更为重要的是 , Hussak 和 Cimpian 

(2015)的研究控制了焦虑这一情绪因素 , 也就是

说, 即使个体不存在认知失调与情绪焦虑, 而只

是单纯地通过社会认知过程, 其系统合理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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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显现。这充分展现了社会认知因素对于系统

合理化的解释力, 也说明社会归因可能是独立于

其他心理机制之外的、诱发系统合理化的又一

路径。  

其实, 在 Hussak 和 Cimpian (2015)之前, 稍

早的研究也表明, 每个人对经济结果的归因可以

预测其对社会公平的评价 (Iatridis & Fousiani, 

2009; 王甫勤, 2011)。Ng 和 Allen (2005)的研究甚

至综合了多个理论视角来探查个体感知公平的心

理机制, 结果发现解释力最高的是贫富归因的视

角：如果被试将个人的贫富归结于每个人自身的

原因(如能力不同、努力程度不同), 那么就会有更

强的公平感; 而如果归因于外部(如体制、偏见等

问题), 则公平感就弱。根据系统合理化理论的概

念阐述 , 公平感是系统合理化的一个具体指标

(e.g., Jost et al., 2014), 所以这一研究也可为认知

视角的系统合理化解释提供有力支撑。而在 Hussak

和 Cimpian (2015)的理论观点提出后, 有中国学

者同样发现, 个体对于贫富差距的归因可以显著

地预测其系统合理化水平(杨沈龙, 郭永玉, 胡小

勇 , 舒首立 , 李静 , 2016), 体现出该效应所具有

的跨文化一致性。 

另外, 近来一些研究还强调人们对于社会阶

层流动性(social class mobility)的感知可以预测系

统合理化, 而且这一效应的中介机制同样是个体

对于贫穷和富裕的归因。研究发现, 美国人对于

阶层流动有着过于乐观的预期 (Kraus & Tan, 

2015), 这也反映了其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

理念——人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获

得成功。那么这种对于阶层流动的乐观评估是否

也会成为系统合理化产生的前因呢？一些研究对

此观点予以了支持(e.g., Day & Fiske, 2017); 而更

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 阶层流动预期之所以可以

预测系统合理化依然是基于归因的中介作用：个

体的阶层流动预期越高就越倾向于将人与人的地

位差异归因为努力程度的不同(内归因), 而内归

因的倾向越强则人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认可也就

越高(Shariff, Wiwad, & Aknin, 2016)。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虽然这一理论视角

的提出者 Hussak 和 Cimpian (2015)强调是社会认

知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 但无论是理论的落脚点

还是研究的关注点, 其实更为关键和直接的因素

在于归因, 是个体对于社会和每个人经济结果的

内归因倾向, 直接引发了系统合理化。又由于西

方人有着典型的内归因偏差 (e.g., Cimpian & 

Salomon, 2014a, 2014b), 所以系统合理化才成为

了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倾向。当然, 也许除了社

会归因, 还存在其它尚未被揭示的认知因素可能

是系统合理化的来源, 但这就需要未来的研究作

更深入的考察了。 

5  小结与讨论 

上文回顾和分析了三种视角对于系统合理化

来源的阐释。认知失调视角认为系统合理化源于

个体感到系统的某方面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 因

而通过系统合理化来缓解焦虑情绪 (e.g., Jost, 

2017a, 2017b)。接下来, 补偿性控制视角也强调系

统合理化是由需求所触发, 但补偿性控制视角更

加侧重于关注单纯个人因素的作用, 它认为由缺

乏控制感所引发的结构需求倾向是引起系统合理

化的关键(e.g., Ma & Kay, 2017; Kay et al., 2008)。

而最晚提出的社会认知视角则并没有考虑需求与

情绪因素, 它认为系统合理化之所以成为人们广

泛持有的一种心理倾向, 是由个体的社会认知因

素特别是个体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内归因倾向所

导致(e.g., Hussak & Cimpian, 2015)。可以说, 三种

视角都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 很难说孰

是孰非、孰优孰劣。那么在这三种视角并存的情

况下, 未来该领域应该如何立足于现有基础, 开

展更深更广的研究呢？ 

第一, 探讨系统合理化成因, 可以考虑在同

一个研究中包含来自于不同理论视角的解释变

量。自系统合理化理论提出以来, 考察系统合理

化的成因与后效就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关切。对

于系统合理化后效的研究, 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

研究结论都有较高的一致性、系统性, 都指向对

于不公的容忍(e.g., Jost, Becker, Osborne, & Badaan, 

2017; Kay & Brandt, 2016)。但是关于成因, 显然

解释视角要更为复杂, 而且基于不同视角所开展

的研究相对独立(Hussak & Cimpian, 2015)。对此, 

未来研究也许可以有所改变, 不妨考虑在同一个

研究中包含来自于不同理论视角的解释变量, 这

样的设计可能会发现更有价值的结果。例如社会

认知视角的关键解释变量是社会归因, 补偿性控

制视角的关键解释变量是结构需求, 那么在考察

系统合理化的发生机制时, 可以通过构建双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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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模型, 综合考虑社会认知和补偿性控制两种视

角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 

杨沈龙(2017)在探讨低阶层群体形成系统合理化

的过程时, 就将社会归因和结构需求都纳入分析, 

结果发现低阶层者的结构需求倾向促进了其系统

合理化的形成, 而低阶层者的社会归因倾向则与

社会认知视角所强调的认知倾向恰恰相反因而遏

制了其系统合理化的形成, 两种心理过程有相互

抵消的趋势。可见, 在研究中综合考察两个或以

上的解释视角 , 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信息 , 实现

“1+1>2”的效果。 

第二, 未来研究可以从系统合理化的相近研

究领域切入, 借鉴这些领域已有的发现, 探索其

他可能存在的系统合理化的形成机制。其实, 这

一思路在过往的系统合理化研究中也有运用, 像

前文所述的基于社会认知因素的解释视角, 它的

提出者最初所关注的并非系统合理化领域, 而只

是单纯地想要揭示一种人们普遍存在的社会认知

倾向(e.g., Cimpian & Salomon, 2014a, 2014b)。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发现这一认知倾向同样

可以用来解释人们对社会系统的感知, 而通过将

系统合理化与这一认知视角的解释相结合, 他们

得以提出新的对于系统合理化来源的阐释(Hussak 

& Cimpian, 2015)。再如有研究者跳出了系统合理

化理论的框架, 而尝试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解释

系统合理化的形成, 他们提出系统合理化也许是

弱势群体的一种认同管理策略, 弱势群体相信系

统合理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将来向上流动的希望

(e.g., Owuamalam, Rubin, & Issmer, 2016; 

Owuamalam, Rubin, Spears, & Weerabangsa, 2017)。

这些做法值得未来研究者借鉴。另外, 前文已有

述及, 像社会支配倾向、公正世界信念等概念均

与系统合理化有高度的相关,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考虑基于这些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 提出系

统合理化领域新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第三, 应更多考虑立足于中国文化, 探讨中

国化的系统合理化问题。系统合理化理论起源于

美国, 而且从现有研究来看, 绝大多数结论也是

基于美国被试 , 目前较少有国内学者运用跨文

化、本土化的视角深入考察中国人的系统合理化

倾向。从经验上来看, 中国国民性中有一些系统

合理化的体现 , 如鲁迅就曾深刻地批判过国人

“暂时坐稳了奴隶”的状态(《坟·灯下漫笔》), 美

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怀默霆(2009)也指出 , 中国

人对于不平等总体是接受的, 而且农村比城市对

于不平等更为乐观和宽容。这些观点提示我们 , 

中国可能同样存在系统合理化的土壤, 但这不等

于说中国的系统合理化研究就能直接套用西方现

有的结论。就以系统合理化的来源为例, 社会认

知视角强调系统合理化源自于个体对于社会经济

差异做出的内归因解释, 确实西方人存在着内部

归因的偏差(Gawronski, 2004)。然而东方人则恰恰

相反, 研究发现东方人的归因风格恰恰是有明显

的外归因风格(e.g., Morris & Peng, 1994)。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 很难说是归因促成了中国人的系统

合理化。那么,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系统合理化还

有何异同, 是否存在中国人特有的系统合理化来

源, 这都值得未来研究深入挖掘。 

第四, 应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理解系统合

理化。长期以来, 学者们虽然也发现系统合理化

对 个 体 心 理 健 康 具 体 积 极 意 义 (e.g., McCoy, 

Wellman, Cosley, Saslow, & Epel, 2013), 但更加强

调的还是其消极方面作用(e.g., van der Toorn & 

Jost, 2014)。因为如果民众一味地认可系统的合理

性, 可能会固化社会顽疾, 阻碍社会改革与发展

(e.g., Baryla, Wojciszke, & Cichocka, 2015)。然而, 

从最近的研究来看, 即使在社会层面, 系统合理

化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有研究表明, 系统合理

化会使得个体降低从事腐败行为的意愿(Tan, Liu, 

Huang, Zheng, & Liang, 2016)。Cichocka 和 Jost 

(2014)的研究则从另一侧面入手 , 他们发现一些

东欧国家民众的系统合理化水平整体较低, 这也

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还有研究发现, 系统合理

化的消极方面也并非不可避免, 当个体效能感较

高时其消极作用就会有所缓解 (e.g., Beierlein, 

Werner, Preiser, & Wermuth, 2011)。所以, 至少在

某些情况下, 系统合理化也会对个体、对社会起

到一些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前文已经阐明

了系统合理化有多重来源：它既可以源于无意识

的防御策略, 也可以源于相对理性的认知加工。

所以判断系统合理化的利弊, 也许要区分它从何

而来, 如果一个系统确实存在较多的合理性因素, 

研究者也无需一定要将民众的系统合理化倾向看

作是负面的。最近有学者开始更多强调系统合理

化的积极方面(e.g., Beierlein, 2014), 一些研究也

开始用更中性的表述如系统支持(system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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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ak & Cimpian, 2015) 、 系 统 合 理 信 念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Shepherd, Eibach, & Kay, 

2017)这样的名词来代替系统合理化。因此, 也许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系统合理化的来源与后效, 对

积极的和消极的合理化做出进一步的区分。 

第五, 应立足于现实, 更多开展系统合理化

的应用研究。系统合理化研究之所以长期倍受关

注,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确实对于很多现实问题

具有很好的解释和预测力 , 小到环保意愿 (e.g., 

Jylhä & Akrami, 2015), 大到总统选举(e.g., Jost, 

2017a)都是如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对于中国社

会问题, 系统合理化理论也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

的观察角度。当然, 应用研究常常涉及价值判断, 

对此, 未来研究也许可以从上文中所分析的积极

作用的和消极作用两个角度切入, 更全面地看待

系统合理化。并且现有研究已经从多方面剖析了

系统合理化的来源, 那么完全可以依据现实需求, 

干预系统合理化的水平。对于那些消极的系统合

理化, 可以考虑如何遏制其源头, 例如前文所讲

的在一个组织中越没有权力的人反倒越拥护组织

中的权威者(van der Toorn et al., 2015), 这种情况

可考虑增强无权者的权力, 来减弱他们这种消极

的系统合理化倾向。而对于那些积极的系统合理

化, 可以考虑如何促进其发生, 例如前文所述及

的东欧国家民众整体的系统合理化水平较低并且

引发了一系列问题(Cichocka & Jost, 2014), 这种

情况应考虑如何改革其社会体制弊端, 以增强民

众的系统合理化观念。总之, 未来研究应在进一

步明确系统合理化的来源以及细致划分系统合理

化的利与弊的基础上, 增强开展应用研究, 以更

好地回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公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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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explanatory perspectives on the root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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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proposes that people have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see the current 

sociopolitical systems as fair and legitimate, which is called system justification. But what are the root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Researchers have provided explanations from three distinct perspectives. The cognitive 

dissonance perspective posits that the tendency to justify the current system exists because people want to 

alleviate those bad feelings which often arise when they feel the system cannot meet their need. The second 

perspective is compensatory control, which argues that system justification is derived from a sense of 

lacking control. By a system-legitimating process one can find a sense of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hreat of 

personal control. The third perspective is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 which proposes that people express a 

salient and inherent attributional tendency when explaining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t is the attributional 

style that serves as a main sourc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 future study should include explanatory 

variables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one study, draw on the findings of similar fields to 

explore other possible mechanisms, seek source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peculiar to Chinese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issues based on distinguish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stem justification. 

Key words: system justification; cognitive dissonance; compensatory control; social cognition 

 

 
 


